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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陕西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２３ＡＫＧ００６）；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项目“丰镐遗址考古勘探与试掘”（项目编号：２０２４ＫＧＹＪ００５）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沣西大原村制陶遗址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南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周时期制陶遗址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③　 蔡宁等：《陕西周原云塘制骨作坊“居葬合一”论》，《四川文物》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④　 Ｍ３、Ｍ１０、Ｍ１１、Ｍ１４、Ｍ２６ 和 Ｍ３５ 等 ６ 座墓葬，除 Ｍ３５ 和 Ｍ１４ 被与制陶遗址相关的灰坑打破外其余均与制陶遗址无打破关系，其

年代也均早于制陶遗址。 Ｍ２ 和 Ｍ６ 等 １４ 座年代与制陶遗址年代大致同时的墓葬以及 Ｍ１ 和 Ｍ４ 等 １１ 座具体年代不明的西周墓葬均分

布在制陶遗址范围内，且均与陶窑无打破关系，但我们认为它们可能与制陶遗址有关。

文 物 与 考 古 ： 西 周 考 古 专 题

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所见人群
构成及文化融合现象

付仲杨，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年在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作坊遗址共清理西周墓葬 ３１ 座。 这批墓葬的形制和葬式等葬

俗各有特点，形制上有竖穴土坑墓（２９ 座）和灰坑葬（２ 座）；有俯身直肢葬和仰身直肢等葬式。 竖穴土坑墓中包括

一椁一棺墓 １５ 座，单棺墓 ８ 座，无棺 ６ 座。 同时，部分墓葬还存在头蹄葬、腰坑殉狗、二层台殉人以及葬牲等现象。

墓主应由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和底层陶工等多种人群构成，墓主人群可能分属不同族群。 多座墓

葬存在多种文化因素，表明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周文化在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不仅传承和吸

收中原殷商文化，还将西北地区戎狄文化融合进来。 大原村遗址内的墓葬为华夏族群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多

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见证。 此外，墓葬所见多元人群与等级差异，体现出一种由权力统一管理的手工

业生产组织模式。 这一模式并非由血缘所维系，与《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所记“世工世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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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持续对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进行发掘（见图

１），共清理西周墓葬 ３１ 座，编号为 Ｍ１－Ｍ４、Ｍ６、Ｍ１０－Ｍ３５（见图 ２）。①其中包含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墓葬

１ 座、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墓 １ 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 ４ 座、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墓 １ 座、西周晚期偏早阶

段墓 １３ 座、具体年代不明墓 １１ 座。 该制陶遗址以烧制夹砂褐陶分裆疙瘩鬲为主，产品相对单一且专业

化水平较高，存在统一管理的官营属性，并呈现出“工、居、葬合一”聚落布局形态。②蔡宁等指出“居葬

合一”指居址遗存与墓葬同处一处，共时存在，两类遗存互有打破关系，属于同一特定人群。③故在手工

业作坊遗址中发现“居葬合一”现象很可能代表着墓主人就是这类手工业的生产者。 虽然制陶遗址的

主体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而发掘的 ３１ 座西周墓葬中有部分墓葬年代早于制陶遗址，但是依然对

讨论该区域内的多元人群构成和关系存在价值，故在本文中也将做总体考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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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年大原村制陶遗址发掘探方分布图

图 ２　 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分布图

一、墓葬概况

（一）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墓葬

仅 １ 座，Ｍ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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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５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位于 Ｔ１５２８ 西北部，叠压于 Ｈ１３６ 下，打破生土。
墓向 ９８ 度。 墓坑口小，底略大。 墓口距地表深约 １．６ 米，现存墓口长约 ２．７６、宽约 １．１７－１．３８ 米；墓

底长约 ３．１９、宽约 １．２８－１．６，墓中间深 ２．０４－２．６６ 米（见图 ３）。 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较紧密。 墓壁较

直，往下稍往外扩，熟土二层台宽 ０．０８－０．３４、高约 ０．５８ 米。 葬具为一椁一棺，棺木已朽，但棺上可能髹

漆，发现有黑色和红色漆皮碎块，棺长约 １．８３、宽约 ０．６６ 米，高度不详，棺底有朱砂。 人骨保存较差，呈
粉末状，依稀能辨出头骨和右肱骨分布范围，人骨头朝东，面向、葬式、性别和年龄不明。 椁长约２．４９、宽
约 １．２２，残高约 ０．５９ 米，椁底东、西两端各有一剖面呈半圆形横垫木，西端横垫木长约 １．０８、宽约 ０．１９，
厚约 ０．０６ 米；东端横垫木长约 １．１、宽约 ０．１２，厚约 ０．０６ 米。 椁底中部有一椭圆形腰坑，长约０. ４５、宽约

０．３２，深 ０．１７ 米。 坑内发现少量兽骨，呈粉末状，可能为狗骨。

１．铜爵（Ｍ３５ ∶１）２．铜觯（Ｍ３５ ∶２）３．陶簋（Ｍ３５ ∶３） ４．陶罐（Ｍ３５ ∶４） ５．陶鬲（Ｍ３５ ∶５） ６．陶尊（Ｍ３５ ∶６） ７．贝（Ｍ３５ ∶７） ８．人骨

图 ３　 Ｍ３５ 平剖面图

墓中填土有殉牲，在距墓口约 １．３ 米东北部填土中殉葬有 １ 只狗，狗骨保存情况较差。 墓内共出土

２ 件铜器、４ 件陶器和 ５ 枚贝等 １１ 件器物，其中铜器和陶器均放置于椁内东侧棺椁之间，４ 枚贝出在人骨

头骨范围内，可能为口唅，另有 １ 枚贝出于腰坑内。
铜器　 共 ２ 件。
铜爵　 １ 件。 Ｍ３５ ∶１，侈口，槽形流上扬，尖尾上翘，口缘前部近流处立圆菌状双柱，腹身筒状深腹，

圜底，三棱刀状足，足尖外撇，三足面均有一竖向棱脊，一足上侧腹中部置竖向半环形鋬，鋬面两侧棱角

分明。 素面，腹部有两处补铸痕迹。 通高 ２０、流尾间距约 １６．６ 厘米，重 ７５６．６ 克（见图 ４－１、图 ５－１）。
铜觯　 １ 件。 Ｍ３５ ∶２，器体扁圆，侈口，束颈，深腹下垂，圜底，圈足较高；口、腹身和足横截面呈椭圆

形；颈部饰一周云雷纹，圈足上饰两周凸弦纹。 颈部有一处补铸痕迹。 口长径 ６．９、短径 ６．２、通高 １２．４
厘米，重 ２３０．８ 克（见图 ４－２、图 ５－２）。

陶器　 共 ４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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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鬲　 １ 件。 Ｍ３５ ∶５，已修复完整，夹砂灰褐陶。 侈口，圆唇，卷沿，束颈，颈部较长，联裆，三足之间

的近裆处腹部向里瘪陷，锥状足。 沿外和颈部有绳纹被抹痕迹，颈部以下饰绳纹。 口径 １５．８、腹径 ２０．４、
高 ２３．１ 厘米（见图 ４－３、图 ５－５）。

１．铜爵（Ｍ３５ ∶１）２．铜觯（Ｍ３５ ∶２）３．陶鬲（Ｍ３５ ∶５）４．陶簋（Ｍ３５ ∶３）５．陶罐（Ｍ３５ ∶４） ６．陶尊（Ｍ３５ ∶６）

图 ４　 Ｍ３５ 随葬器物

１．Ｍ３５ ∶１铜爵　 　 　 　 　 　 ２．Ｍ３５ ∶２铜觯　 　 　 　 　 　 ３．Ｍ３５ ∶３陶簋

４．Ｍ３５ ∶４陶罐　 　 　 　 　 　 ５．Ｍ３５ ∶５陶鬲　 　 　 　 　 　 ６．Ｍ３５ ∶６陶尊

图 ５　 Ｍ３５ 随葬器物照片

陶簋　 １ 件。 Ｍ３５ ∶３，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 敞口，卷沿，尖圆唇，粗颈，腹颈分界较明显，弧腹，圜
底，高圈足。 素面。 口径 ２２．８、腹径 ２０．４、底径 １４．５、高 １８．７ 厘米（见图 ４－４、图 ５－３）。

陶罐　 １ 件。 Ｍ３５ ∶４，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 小侈口，圆唇，卷沿，细颈，圆肩，深腹，平底。 肩部和

腹部有几道不规整的压划凹弦纹，纹道很细，首尾不相接。 口径 １０．５、肩径 ２０．４、底径 ９．７、高 ２３．１ 厘米

（见图 ４－５、图 ５－４）。
陶尊　 １ 件。 Ｍ３５ ∶６，为仿铜尊形式，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 敞口，卷沿，圆唇，粗长颈，鼓腹，圜底，

高圈足。 颈部饰两周凹弦纹，腹部上、下饰两组各两周凹弦纹，凹弦纹之间饰圆圈纹，两组纹饰之间饰斜

方格纹，圈足饰两组各两周凹弦纹。 口径 １９．９、腹径 １５．４、底径 １５．８、高 ３０．４ 厘米（见图 ４－６、图 ５－６）。
贝　 ５ 枚。 Ｍ３５ ∶７－１，稍残，背面有孔。 残长约 ２ 厘米。 Ｍ３５ ∶８，背面有孔。 长约 ２．１ 厘米。
出土陶簋和陶鬲分别与张家坡第二期墓葬 Ｍ１６ 出土的陶簋和陶鬲相似，报告认为第二期的年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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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周初年至成康时期。① 出土陶鬲也与《１９９７ 年沣西发掘报告》Ａａ 型Ⅰ式陶鬲 ９６ＳＣＣＭＭ５ ∶１相似，报
告认为第二期墓葬年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②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Ｍ３５
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

（二）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墓葬

仅 １ 座，Ｍ１４。
Ｍ１４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开口于第 ３ 层下，被 Ｈ６５ 打破，打破生土。 墓向 １８０ 度，墓坑口小，底略

大，墓口距地表约 １．０２、墓口长 ２．４９、宽 １．０５－１．１４ 米；墓底长约 ３．０８、宽约 １．４４，墓深约 ２．６４ 米（见图

６）。 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较紧密。 墓壁上部较直，下部稍往外扩，熟土二层台宽约 ０．３－０．３２，高约０．６
米。 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 ２．４６、宽 ０．９８，高约 ０．６ 米；棺长 １．８８、宽 ０．６１ 米，高度不明。 椁盖板为东西横

向铺设，搭于东西二层台上。 北部可辨出 ３ 块板灰痕迹，每块长约 １．１５、宽约 ０．２ 米。 椁底未见有横垫

木和腰坑。 人骨保存较差，呈粉末状，仅能辨出头骨、椎骨和下肢骨。 墓主人骨头朝南，俯身直肢，面向、
性别和年龄不详。

１．陶罐（Ｍ１４ ∶１）２．陶鬲（Ｍ１４ ∶２）３．陶簋（Ｍ１４ ∶３）４． 兽骨（Ｍ１４ ∶４）

图 ６　 Ｍ１４ 平剖面图

椁盖中部东侧和南部棺椁之间有葬牲现象，东侧为猪骨。 南部棺椁之间随葬 １ 件陶罐、１ 件陶鬲和

１ 件陶簋，为所有陶质随葬品。
陶鬲　 １ 件。 Ｍ１４ ∶２，已修复完整，夹砂褐陶。 侈口，卷沿，圆唇，束颈，鼓腹，联裆，三足之间的近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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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鬲（Ｍ１４ ∶２）２．簋（Ｍ１４ ∶３）３．罐（Ｍ１４ ∶１）

图 ７　 Ｍ１４ 出土陶器

腹部向里瘪陷，锥状足。 裆部上方有鋬。 颈部

以下饰绳纹。 口径 １３．４、腹最大径 １５．５、高约 １６
厘米（见图 ７－１）。

陶簋　 １ 件。 Ｍ１４ ∶ ３，已修复完整，泥质

灰陶。 敞口，三角形厚唇，斜鼓腹，圜底，圈
足。 腹部饰交错绳纹，圈足上饰一道凸棱。
口径约 ２３．７、底径 １３、高 １５ 厘米（见图 ７－２）。

陶罐　 １ 件。 Ｍ１４ ∶１，口部残，夹砂褐陶。
小口，束颈，圆肩，微凹底。 腹部及罐底饰绳纹。
肩径 １４．８、底径 ９．１、残高 １３．３ 厘米（见图 ７－３）。

出土陶鬲与张家坡第二期 Ａ 型Ⅲｂ 式陶鬲 Ｍ１４５ ∶２相似，报告认为第二期年代相当于昭穆时期。① 出

土陶簋与《１９９７ 年沣西发掘报告》第三期陶簋 ９７ＳＣＭＭＨ１６ ∶２相似，报告认为第三期年代约相当于成王后期

至康、昭王时期。②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Ｍ１４ 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三）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葬

共 ４ 座，分别是 Ｍ３、Ｍ１０、Ｍ１１ 和 Ｍ２６。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Ｍ１０、Ｍ１１ 均位于 Ｔ２０２２ 内。 均开

口于第 ２ 层下，打破生土层。 Ｍ２６ 位于 Ｔ３０３５ 中部。
Ｍ１０ 和 Ｍ１１ 详细情况已经发表。③ Ｍ１０ 的棺内西北角发现随葬 １ 件折断且被砸弯铜戈，在棺外四

周，发现蚌鱼、蚌泡、贝等，上附着有红色朱砂，应为棺饰，在 Ｄ１ 底部还发现 １ 件带流平底罐。 另外，在填

土中有头蹄葬现象，即将牛头与牛蹄、马蹄放置在一个挖掘于墓葬填土的坑中。 在填土中和二层台上有

葬牲现象，以葬羊居多。 墓中共出土铜戈 １ 件（见图 ８－１）、带流陶罐 １ 件（见图 ８－２）、残玉片 １ 件、骨器

１ 件、蚌泡 １ 件、贝 ３ 枚、蛤蜊 １ 件等 ９ 件器物。

１．铜戈（Ｍ１０ ∶１）２．陶罐（Ｍ１０Ｄ１ ∶１）

图 ８　 Ｍ１０ 出土铜戈和带流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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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１ 棺外四周发现蚌鱼和贝等，应为棺饰。 在 Ｄ１ 中发现 １ 件陶鬲和 １ 件残卵石块，可能是墓中的

随葬品。 另外，在填土中和二层台上有葬牲现象，以葬羊居多。 墓中共出土陶鬲 １ 件（见图 ９－１）、贝 １８
枚、蚌鱼 ７５ 件和残卵石 １ 件（见图 ９－２）。

１．陶鬲（Ｍ１１Ｄ１ ∶０１）２．卵石（Ｍ１１Ｄ１ ∶０２）

图 ９　 Ｍ１１ 出土陶鬲和卵石块

１．陶鬲（Ｍ２６ ∶１） ２．陶簋（Ｍ２６ ∶２） ３．陶罐（Ｍ２６ ∶３）

图 １０　 Ｍ２６ 平剖面图

Ｍ２６　 竖穴上坑墓。 开口于第 ３ 层下，打破生土。 墓向 ０ 度，墓坑口小，底略大。 墓口距地表约 １．
０６、墓口长约 ２．２９、宽约 ０．８；墓底长 ２．９４、宽 １．４７，墓深 ２．１７－２．３７ 米（见图 １０）。 填土为五花夯土，夯打

较紧密。 墓壁上部较直，下部在二层台上约 ０．６５ 米处向外掏挖约 ０．２－０．２６ 米，然后向内收，熟土二层台

由细密的黄生土夯打而成，宽 ０．２７－０．３５、高约 ０．６ 米。 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约 ２．３１、宽约 ０．８３ 米，高约

０．４７；棺长约 ２．０３、宽约 ０．４７ 米，高度不明。 椁盖板为东西横向铺设，搭于东西二层台上。 据遗留板灰痕

迹，椁盖板宽约０．１５－０．２ 米。 椁底南、北两端各有一剖面呈半圆形的横垫木，北端横垫木长约 ０．９３、宽约

０．０６、厚 ０．０５ 米；南端横垫木长约 １．０６、宽约 ０．０７、厚约 ０．０３ 米。 墓底无腰坑。 棺内有一具人骨，保存状

况较差，仅存部分骨末，可大致辨出头骨、椎骨和部分下腿骨的范围，墓主人骨头朝北，面向东，直肢葬，
性别和年龄不详。

在北二层台上随葬 １ 件陶鬲、１ 件陶簋和 １ 件陶罐，为墓内全部陶质随葬品。
陶鬲　 １ 件。 Ｍ２６ ∶１，已修复完整，夹砂灰陶。 侈口，卷沿，圆唇，束颈，鼓腹，弧裆，圆锥状足。 颈部

以下饰两周凹弦纹和绳纹。 口径 １４．６、腹径 １５．４、高约 １４．６ 厘米（见图 １１－１）。
陶簋　 １ 件。 Ｍ２６ ∶２，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 敞口，厚三角缘唇，斜弧腹，圜底，圈足。 腹部饰绳纹，

腹部下方饰一周凹弦纹。 口径 ２２．８、底径 １１．４、高约 １４．３ 厘米（见图 １１－２）。
陶罐　 １ 件。 Ｍ２６ ∶３，已修复完整，泥质灰陶。 侈口，卷沿，束颈，溜折肩，平底。 素面。 口径 ９．１、肩

最大径 １５．６、底径 ８．６、高约 １５．２ 厘米（见图 １１－３）。
墓内出土陶鬲与《１９９７ 年沣西发掘报告》第四期陶鬲 ９７ＳＣＭＭ１３ ∶１相似，报告认为第四期年代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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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鬲（Ｍ２６ ∶１）２．簋（Ｍ２６ ∶２）３．罐（Ｍ２６ ∶３）

图 １１　 Ｍ２６ 随葬陶器

当于穆、恭王时期。① 墓内出土陶罐与张家坡第三期 Ｂ 型Ⅺａ 式陶罐 Ｍ３７１ ∶１相似，报告认为第三期年代

相当于共孝懿时期。②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Ｍ２６ 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四）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墓葬

仅 １ 座，Ｍ１２。
Ｍ１２ 详细资料已经发表③，现补充填土中出土的 １ 件鬲和 １ 件瓮的资料。
陶鬲　 Ｍ１２ 填土 ∶１，残，夹砂褐陶。 侈口，尖圆唇，沿上有小平台，卷沿，束颈。 颈部以下饰绳纹。 口

径 ２８、残高约 ８．３ 厘米（见图 １２－１）。
陶瓮　 Ｍ１２ 填土 ∶ ２，残，夹砂灰陶。 小直口微敞，斜方唇，矮领。 口径 ２２、残高约 ３．９ 厘米（见图

１２－２）。

１．陶鬲（Ｍ１２ 填土 ∶１）２．陶瓮（Ｍ１２ 填土 ∶２）

图 １２　 Ｍ１２ 填土出土陶器

（五）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墓葬

共 １３ 座，分别是Ｍ２、Ｍ６、Ｍ１３、Ｍ１５、Ｍ１８、Ｍ２３、Ｍ２４、Ｍ２７－Ｍ３０、Ｍ３３ 和Ｍ３４。 除Ｍ１５ 和Ｍ３４ 为灰坑

葬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Ｍ１３　 位于 Ｔ２４３５ 西南部，开口于第 ３ 层下，打破 Ｈ６９、Ｈ８９ 及生土。 墓向 １８０ 度。 墓坑口小，底略

大。 墓口距地表约 ０．９、墓口长 ２．５１、宽 １．３ 米；墓底长 ２．６８、宽 １．３９，墓深 ２．３１ 米（见图 １３）。 填土为五

花夯土，夯打较紧密。 墓壁上部较直，下部稍往外扩，熟土二层台，宽 ０．１３－０．２１、高约 ０．３７ 米。 葬具为

一椁一棺，椁长 ２．３７、宽 １．２１，高 ０．３７ 米；棺长 １．８７、宽 ０．７３ 米，高度不详。 椁盖板为东西横向铺设，可辨

认出有 ８ 块盖板，每块长约 １．２５、宽约 ０．１８ 米（见图 １４）。 椁底中部有一椭圆形腰坑，长约 ０．４７、宽 ０．２８、
深 ０．１６ 米，腰坑内发现有骨末，可能为殉狗。 椁底东、西两端各有一剖面呈半圆形横垫木，长约 １．３５、宽
约 ０．１４、厚约 ０．０２ 米。 棺内发现一具人骨，保存状况较差，仅下肢骨保存较好，墓主人骨头朝南，俯身直

肢，面向不明，为一年龄 ３９－４３ 岁男性。
椁盖板南部放置两组羊腿骨、两个羊肩胛骨及一个羊头骨，应属葬牲行为（见图 １４）。 棺外四角出

土有数件蚌鱼，可能为棺帷坠饰。 在南部棺椁之间放置 １ 件陶罐、２ 件陶豆和 ２ 件陶盂。 另外，在头骨

右侧放置 ２ 件玉圭，在头骨附近还出土 ８ 枚贝，可能为口唅。 在填土中还出土 ２ 件陶纺轮和 １ 件卵石。
墓中共出土 １７２ 件随葬品，其中陶器 ７ 件、玉圭 １ 件、蚌鱼 １５５ 件、贝 ８ 枚和卵石 １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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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玉圭 ３．陶罐 （Ｍ１３ ∶６）４．陶豆 （Ｍ１３ ∶７）５、６．陶盂（Ｍ１３ ∶８、９） ７－１１．蚌鱼

图 １３　 Ｍ１３ 平剖面图

１．羊头骨 ２．羊腿骨 ３．肩胛骨

图 １４　 Ｍ１３ 椁盖平面图

陶器　 共 ７ 件。
陶罐　 １ 件。 Ｍ１３ ∶６，夹砂灰陶。 侈口，

卷沿，方唇，束颈，圆肩，斜弧腹，平底。 肩部

饰有两道凹弦纹。 口径 １０、肩径 １３．３、底径

７．５、高 １４．２ 厘米（见图 １５－５）。
陶豆　 ２ 件，均泥质灰陶。 直口，方唇，

浅盘，豆柄中空，圈足。 豆盘外壁饰两道凹

弦纹，豆把上饰两道浅凹弦纹。 Ｍ１３ ∶ ７－１，
口径约 １８、底径约 １１．７、高约 １２．５ 厘米（见
图 １５－３）。 Ｍ１３ ∶７－２，口径 １８、底径 １１．３、高
１２．８ 厘米（见图 １５－４）。

陶盂　 ２ 件，均泥质灰陶。 敞口，圆唇，
斜平 宽 卷 沿， 沿 内 折， 束 颈， 圆 肩， 平

底。 Ｍ１３ ∶ ８，肩部饰三道凹弦纹，内壁有慢

轮修整痕迹。 口径 ２１、肩径 １９．２、底径 １１、高 １３．４ 厘米（见图 １５－１）。 Ｍ１３ ∶９，沿上靠外侧有一道凹槽。
肩部饰三道凹弦纹。 口径约 ２２．６、肩径 ２０．８、底径 １０．３、高 １４．８ 厘米（见图 １５－２）。

陶纺轮　 ２ 件，均扁圆形，中间有一孔。 Ｍ１３ 填土 ∶１，夹砂褐陶。 素面。 直径 ４．８、厚约 １．５ 厘米（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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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盂（Ｍ１３ ∶８、Ｍ１３ ∶９）３、４．豆（Ｍ１３ ∶７－１、Ｍ１３ ∶７－２）５．罐（Ｍ１３ ∶６）

图 １５　 Ｍ１３ 出土陶器

１６－１）。 Ｍ１３ 填土 ∶３，夹砂灰陶。 稍残。 两面

及侧面饰绳纹。 直径约 ５、孔径约 ０．７、厚约 １．９
厘米（见图 １６－２）。

玉圭 　 １ 件。 Ｍ１３ ∶４，稍残，青白色，残
长约 １５、宽约 ３． ３、厚约 ０． ３５ 厘米 （见图

１６－９）。
蚌鱼　 １５５ 件。 分两型。 Ａ 型，１１５ 件，

“Ｖ”字形，一端有小孔，一端为尖尾。 Ｍ１３ ∶
１０－１－１，长约 １４．２、厚约 ０．３ 厘米（见图 １６－
３）。 Ｍ１３ ∶１０－２－１，长约 １２．２、厚约 ０．２－０．５
厘米（见图 １６ － ４）。 Ｍ１３ ∶ １０ － ３ － １，长约

１２. ５、厚约 ０．２－０．３ 厘米（见图 １６－５）。 Ｂ 型，４０ 件，长条形，一端有小孔，一端为平齐尾。 Ｍ１３ ∶１０－４－１，
长约 ８．４、宽约 ２．５、厚约 ０．２ 厘米（见图 １６－６）。

贝　 ８ 枚。 Ｍ１３ ∶１１－１，背面有孔，长约 ２．４ 厘米（见图 １６－７）。
卵石 １ 件。 Ｍ１３ 填土 ∶２，稍残。 扁圆形，青灰色。 长约 ６．３、宽约 ４．８、厚约 １ 厘米（见图 １６－８）。

１、２．陶纺轮（Ｍ１３ 填土 ∶１、Ｍ１３ 填土 ∶３）３－６．蚌鱼（Ｍ１３ ∶１０－１－１、Ｍ１３ ∶１０－２－１、Ｍ１３ ∶１０－３－１、

Ｍ１３ ∶１０－４－１）７．贝（Ｍ１３ ∶１１－１）８．卵石（Ｍ１３ 填土 ∶２）９．玉圭（Ｍ１３ ∶４）

图 １６　 Ｍ１３ 出土小件器物

出土陶豆与张家坡第五期Ⅴ式陶豆 Ｍ９１ ∶１相似①；出土陶盂与张家坡第五期Ⅳ式陶盂 Ｍ３０４ ∶０５ 相

似②，《张家坡西周墓地》认为第五期年代相当于宣幽时期③。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

析，Ｍ１３ 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Ｍ１５　 灰坑葬。 位于 Ｔ２５３５ 西北部，开口于 Ｈ６５ 第 ４ 层下，打破 Ｈ６５ 第 ５ 层和生土。 墓向 ７６ 度，是

在 Ｈ６５ 废弃后的第 ５ 层堆积上挖建的。 墓坑口大底小，墓口形状呈长条形。 墓口距地表约 １．９２、长
２．０２、最宽 ０．８６ 米；墓底长约 １．４７、最宽 ０．４７、墓深约 ０．７９ 米。 东部墓壁呈斜坡状，南部有一小缓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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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和北壁较直，无二层台。 墓葬为灰褐色填土，土质疏松，未发现葬具。 发现一具人骨，保存情况较好。
由于墓坑较小，骨架呈蜷曲状。 头部因东侧墓壁倾斜而向内窝折。 墓主头朝东，脸向上，上身稍往左倾，
左臂垂下，左手放置于盆骨左侧，右手横放在左臂上，双腿向左侧弯曲，为一年龄 １４－１７ 岁女性（见图

１７）。

图 １７　 Ｍ１５ 平剖面图

图 １８　 Ｍ１５ 出土骨笄

（Ｍ１５ ∶１）

在头骨西南部出土骨笄 １ 件。 骨笄，Ｍ１５ ∶１，完整，圆长条形，顶部呈

钉头形，通体磨光。 长约 １６．７ 厘米（见图 １８）。
根据层位关系，因 Ｈ６５ 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故 Ｍ１５ 的年代也大

致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Ｍ３４　 灰坑葬。 位于 Ｔ１５２７ 东北部，开口于第 ３ 层下，打破生土。 墓

向 １８０ 度。 墓葬的建造过程是先在生土上挖一个小坑，埋入人骨后再在人

骨上覆盖夹砂褐陶疙瘩鬲片（见图 １９）。 陶鬲片后经拼接修复后，应为同

一件陶鬲。 墓口形状略呈长椭圆形，墓口距地表约 １． ４ 米，长 １． ２７、宽
０. ４６，深约 ０．１２－０．１８ 米，墓葬剖面略呈锅底状，中部偏南处最低。 墓葬为

灰褐色填土，土质较紧密，含少量红烧土颗粒。 未发现葬具。 发现一具人

骨，头骨和部分肢骨保存较好。 由于墓坑较小，头部略向左侧往内窝折，墓
主头朝南，脸向上，仰身直肢，双手交叉放置于腹部，为一年龄 ７ 岁左右儿

童，无其他随葬品（见图 ２０）。
复原出陶鬲 １ 件。 Ｍ３４ ∶１，残，夹砂褐陶。 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微

分裆，疙瘩足。 腹部中间残缺。 颈部以下饰绳纹。 口径 ３５．４、腹径 ３５．７、残
高约 ３５．８ 厘米（见图 ２１）。

出土陶鬲与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 第五期丙类 ＡⅣ式陶鬲张

Ｍ３２６ ∶２相似，《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认为第五期年代大致为西周晚期

偏早，相当于厉王、共和时期。① 根据层位关系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

析，Ｍ３４ 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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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骨）

图 １９　 Ｍ３４ 覆盖鬲片图

　 　 　
图 ２０　 Ｍ３４ 平剖面图

图 ２１　 陶鬲（Ｍ３４ ∶１）

（五）具体年代不明墓葬

共 １１ 座，Ｍ１、Ｍ４①、Ｍ１６、Ｍ１７、Ｍ１９ － Ｍ２２、Ｍ２５、Ｍ３１ 和 Ｍ３２，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Ｍ１６、
Ｍ１９、Ｍ２２、Ｍ３１ 和 Ｍ３２ 等 ５ 座墓葬墓底有腰坑，其余墓葬墓底无腰坑。 出土有贝、蚌鱼等小件器物或无

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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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墓葬形制和葬式等不同葬俗所见人群构成

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发现的 ３１ 座墓葬中，除 ２ 座为灰坑葬外，余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在 ２９ 座

竖穴土坑墓中，俯身直肢葬有 Ｍ４、Ｍ６、Ｍ１２、Ｍ１３、Ｍ１４、Ｍ１６ 和 Ｍ２２ 等 ７ 座；仰身直肢葬有 Ｍ１－Ｍ３、
Ｍ１０、Ｍ１８－Ｍ２１、Ｍ２３ 和 Ｍ３１ 等 １０ 座；葬式不详有 １２ 座。 在 ７ 座俯身直肢墓葬中，Ｍ６、Ｍ１２－Ｍ１４、Ｍ２２
等 ５ 座墓向朝南，Ｍ４ 墓向朝东，Ｍ１６ 朝西，且这类墓葬之间均无打破关系，尤其是 Ｍ１２－Ｍ１４ 这 ３ 座墓葬

东西大致呈等距排列，似乎有所规划（见图 ２）①。 据不完全统计，在丰镐遗址内发现的西周墓葬中，葬
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②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年张家坡西周墓地 ３９８ 座西周墓中，仰身直肢葬有 ２４２ 座，俯身直

肢葬仅 ９ 座。③ 在 １９６７ 年发掘的张家坡 １６２ 座西周墓葬中发现 １７ 座俯身直肢葬，属于发现数量较多的

一次，其中墓向朝东的有 ８ 座，朝西 ２ 座，朝南和朝北的各有 ２ 座。④ 有学者认为，“包括墓向、葬式、墓
型、殉牲、殉人、车马殉葬等方面在内的‘葬俗’与人群共同体的关联性最强，是识别族属、判断族源的有

效标准，在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⑤。 张明东认为俯身葬的葬俗不是姬姓周人的葬俗，采用俯

身葬的墓主不能排除是殷遗民的可能。⑥ 显然大原村制陶遗址内这些墓向多正南北向或正东西向的，
且葬式为俯身直肢葬的墓主可能属于同一族群，其数量占比要比丰镐遗址群内其他遗址稍高一些。 因

此可以推测在制陶遗址内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的族群。
在 ２９ 座竖穴土坑墓中，葬具为一椁一棺的有 Ｍ１０、Ｍ１１、Ｍ１３、Ｍ１４、Ｍ１９、Ｍ２２－Ｍ２４、Ｍ２６－Ｍ３０、Ｍ３３

和 Ｍ３５ 等 １５ 座；单棺的有 Ｍ２ －Ｍ４、Ｍ６、Ｍ１６、Ｍ１７、Ｍ３１ 和 Ｍ３２ 等 ８ 座；无棺的有 Ｍ１、Ｍ１２、Ｍ１８、
Ｍ２０、Ｍ２１ 和 Ｍ２５ 等 ６ 座。 另外，除 Ｍ１５ 和 Ｍ３４ 外，在制陶遗址内还发现在废弃的灰坑、陶窑以及水井

埋人的现象，我们将这类现象也归为灰坑葬。 这类灰坑葬有 Ｈ７⑦、Ｈ６６、Ｈ７６、Ｈ１０７、Ｈ１１１⑧、Ｙ１９ 和 Ｊ５⑨。
在《礼记·檀弓上》《荀子·礼论篇》和《庄子·杂篇·天下》等先秦文献中对周代棺椁制度多有记

载，但关于其具体形成时期和内容学者多有争议。 赵化成认为西周至春秋早期是周代棺椁制度的滥觞

期，而且“周代棺椁制度中，体现等级差别，最基本的莫过于棺椁重数”�I0。 故使用不同葬具的墓主应存

在身份等级差别。 年代大致与制陶遗址相同的一椁一棺的墓主可能为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或技术

陶工，而单棺的、无棺的及灰坑葬的墓主则可能为底层陶工及其家庭成员。 如 Ｍ１３ 墓室较大，一椁一

棺，且墓内随葬有 １ 件玉圭，墓主等级可能较高，可能为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 Ｍ２８ 墓内随葬有泥

器和 １ 件玉管，且 Ｍ２７、Ｍ２８ 和 Ｍ２９、Ｍ３０ 成组分布，方向、大小和形制相近，墓主身份可能为技术陶

工。 Ｍ１２ 内仅随葬有 １ 件夹砂褐陶分裆鬲，无棺，墓主则很可能就是底层陶工。 我们通过对遗址和墓葬

出土人骨的古病理学研究也印证了该遗址居民可能为制陶工人。�I1 所以，大原村制陶遗址内西周墓葬

的墓主应由管理制陶生产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和底层陶工等多种身份的人群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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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原村制陶遗址不是全面揭露发掘，而是采用局部精细化方式发掘，所以发现的 ３１ 座墓葬分布较广且相距较远。 除早于

制陶遗址的 Ｍ３ 和 Ｍ１０ 等 ６ 座墓葬外，其余 ２５ 座墓葬中，Ｔ０３４２ 中 Ｍ２７－Ｍ３２ 等 ６ 座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其余墓葬则分布在制陶遗址其他

遗迹之间。 从时代来看，除具体年代不明的墓葬外其余均与制陶遗址大致同时，从葬俗来看，俯身直肢和仰身直肢的墓葬在制陶遗址各

个区域内均有发现，故这些墓葬应属于与制陶遗址相关的一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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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融合现象

从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形制和葬式等不同葬俗可见该地居民由多种不同人群构成，而且还发

现了多例墓葬存在多种文化因素的现象。
（一）Ｍ１０ 和 Ｍ１１
两座墓葬的墓向均朝东，均为口小底略大竖穴土坑墓，北二层台上均有一名殉人，填土中和二层台

上均有葬牲、椁底中部均有腰坑，坑内均殉狗，很可能属于同一时期的一组墓葬。① 在这两座墓葬中至

少存在三种文化因素。
１．关中地区周文化因素

Ｍ１０ 中周文化因素有：“毁兵”现象—折弯的铜戈；Ｍ１１ 中周文化因素有：关中西部周文化陶器—联

裆鬲。
“毁兵”现象在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长安张家坡以及河南、山西、北京等地区的西周墓葬中都有发

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特殊的葬俗。 多位学者认为“毁兵”是周人的葬俗，应是西周初期进行整合的产

物，反映了西周统治者的“礼治”思想。② 要二峰更是通过系统地梳理材料后认为“毁兵”葬俗是周族人

自商人习得并发扬的礼俗；先周至春秋时期毁兵葬俗的流传变化，反映了周人吸收商文化因素形成具有

自身特色的文化。③ Ｍ１０ 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故笔者认为可将该墓中“毁兵”现象视为周文化

因素。
Ｍ１１ 出土联裆鬲属于周文化因素。 张礼艳曾将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陶器与先周文化出土陶器做

过对比，认为 Ｍ１１Ｄ１ ∶０１ 这类联裆鬲应源自于先周文化。④

２．戎狄文化因素

Ｍ１０ 中戎狄文化因素有：在填土中以马、牛的头、蹄祭祀，以羊葬牲的现象和随葬品中的带流陶

罐。 Ｍ１１ 中戎狄文化因素有：在填土以羊葬牲的现象和随葬卵石块。
所谓“戎狄”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西方和西北方的“非我族类”人群的泛称，应该包括不同文

化、来源和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多个族群。 西周时期位于周人西方和北方的有寺洼文化、与姚河塬西

周聚落同时的周边文化、李家崖文化晚期和晋西北的“保德类型”铜器群等考古学遗存。 其所对应的就

是当时的戎狄族群及其创造的文化遗存。⑤

头蹄殉葬形式是北方地区墓葬的特征要素，其分布范围在蒙古高原北部、西部，天山山脉北麓伊犁

河流域等亚洲北部地区，可作为游牧民族丧葬行为的一种象征。 在我国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东部甚

至东北地区的墓葬中也多见这种殉葬方式。⑥ 另外，Ｍ１０ 出土的铜戈（见图 ８－１）也与灵台白草坡出土

铜戈 Ｍ２ ∶２９⑦ 非常相似。 而灵台白草坡地处泾水诸国通往宗周的咽喉之地，是北方民族出入之要冲。
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也与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着明显的联系。⑧ 故头蹄殉葬形式同样可视为一

种戎狄文化因素。
北方游牧民族在墓中埋葬动物种类也有偏好，以羊的数量居多，且殉牲数量要比中原文化因素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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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要多。① 但有的学者也认为墓内用牲属于殷人的葬俗，如马赛认为“有殉牲的墓，很可能也是随着灭

商以后大量殷遗民涌入关中地区而出现的”②。 尽管在殷人墓内的确也有多用牲现象，但“全牲以狗为

主，局部牲体多为牛、羊、猪③”等。 故在填土以羊葬牲，尤其是以整羊作葬牲的现象可视为一种戎狄文

化因素。
Ｍ１０ 出土的带流陶罐 Ｍ１０Ｄ１ ∶０１（见图 ８－２）与周文化的陶罐风格迥异，而与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时期的新疆察吾乎沟口墓地④出土的带流陶罐十分相似，但因两地相距甚远，该陶罐未必一定源自于新

疆。 如从整体风格看，其与西北寺洼文化⑤的素面陶罐颇有类似之处。 故带流陶罐也可视为一种戎狄

文化因素。
另外，Ｍ１１ 随葬石块的葬俗也可视为一种戎狄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用白石随葬的现象是羌族的一

种白石崇拜遗俗，可能源自于西北氐羌先民。⑥ 我们在西北甘青地区的寺洼文化⑦和齐家文化⑧墓葬中

就多见随葬砾石和石块的现象。
３．殷商文化因素

Ｍ１０ 和 Ｍ１１ 中殷商文化因素有：墓内殉人和腰坑殉狗。
周人墓葬中一般少见殉人⑨，而商人贵族墓葬流行殉人，殉人一般置于二层台上、 棺椁之间及墓道

中，殉人的数量又与墓葬等级密切相关。�I0 在墓内设腰坑殉狗也是商人墓葬中常见的葬俗，自二里岗上

层时期开始流行，至晚商时期，殷墟遗址中已有近半数墓葬设有腰坑，尤其是等级较高的墓葬几乎都有

腰坑，通常认为是殷人墓葬的传统。�I1 故雷兴山等将墓内殉人和墓葬设腰坑作为判断是否为西周殷遗

民遗存的两条标准。�I2 笔者认为墓内殉人且同时有腰坑殉狗现象可视为殷商文化因素，因为单纯的殉

人或腰坑殉狗，非殷人也有使用。
（二）Ｍ３５
在 Ｍ３５ 中也存在三种文化因素。
１．关中地区周文化因素

Ｍ３５ 中周文化因素有：铜觯和铜爵的铜器组合；随葬的联裆鬲和小口圆肩罐。
商代墓葬中通常都以铜爵和铜觚随葬，而西周早期关中周人墓葬中则多以铜爵和铜觯随葬。 这种

组合形式多见于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的周人墓葬中，如 １９６７ 张家坡 Ｍ１６ 和 Ｍ２８�I3、１９６０ 年周原 Ｍ８�I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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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马王乳品厂 ９７ＳＣＭＭ４① 等。
Ｍ３５ 随葬的高领联裆鬲和小口圆肩罐是丰镐遗址周人墓葬中常见陶器。 张礼艳还将 Ｍ３５ 出土的

这类高领联裆鬲和小口圆肩罐看作是先周文化因素。②

２．戎狄文化因素

Ｍ３５ 中戎狄文化因素有：墓内所随葬的陶簋。 Ｍ３５ 出土陶簋 Ｍ３５ ∶３和甘肃西和栏桥出土的陶簋 Ｍ６
∶１２③ 非常相似。 张礼艳将它视为寺洼文化因素。④ 如前文所述，Ｍ３５ 出土陶簋应归为戎狄文化因素。

３．殷商文化因素

Ｍ３５ 中殷商文化因素有：设有腰坑和随葬仿铜陶尊。
仿铜陶礼器主要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至战国时期，自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萌芽，至殷墟四期大量

出现，西周中期数量较多，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数量较少，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秦汉以后逐渐消失。 随葬

仿铜陶礼器可能是商代习俗的延续。⑤ 马赛认为西周时期仿铜陶礼器是铜器的明器化现象，周人墓地

倾向于使用铜明器，殷遗民墓地更多使用仿铜陶礼器。⑥ 故随葬仿铜陶尊可视为殷商文化因素的表现

之一。
除了上述三座墓例外，还有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葬 Ｍ２６ 以及具体年代不明但墓底有腰坑的 Ｍ１６ 等

墓葬也至少存在周文化和殷商文化两种文化因素。
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位于西周都城遗址———丰京遗址西南部，其文化属性应属于关中周文化。

如同前文提到的毁兵葬俗是由周人吸收商文化因素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一样，无论上述墓例的墓

主是戎狄、殷遗民，抑或是周人，都说明了周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了戎狄文化和殷商文化等文化

因素，并使之成为了周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周文化是在不断融合不同族群及其文化过程中成长的，表现

出明显的包容性。⑦

四、墓葬所见多元人群与等级差异体现的生产组织模式

在以往的认知中，晚商及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组织模式是家族式的，东周以降，手工业者的家族组

织逐渐变得松散。⑧ 手工业生产者大多以血缘为系联，组织在一起。 在先秦文献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如
《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于给官，族乡不

别，不可以入惠。”⑨《国语·齐语》曰：“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I0《考工记》曰：“巧者述之，守之世，谓
之工。”�I1由此可见，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的手工业者具备“世工世族”性质，即以家族为单位，进行某种特

定的手工业生产。
如前文所述，与大原村制陶遗址大致同时的墓主可能就是当时从事制陶生产的管理者或陶工。 然

而这些墓葬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与等级差异，显示墓主明显不属于同一家族，甚至不属于同一族群。
那么，就需要一种力量将这些不同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作坊中大规模生产种类单一的产品，这就是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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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制陶作坊的“统一管理的官营属性”①。 而这种由权力统一管理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并非由血缘

所维系，在西周中、晚期就已经存在，是与《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所载“世工世族”不同的一种形态。

结　 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大原村制陶遗址内与制陶遗址大致同时的西周墓葬的墓主可能

为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和底层陶工。 他们的来源复杂，一方面可能由多种身份构成，另
一方面或许还来自于不同的族群。

同时，多例墓葬中存在多种文化因素现象充分表明了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周文化在传

承和吸收中原殷商文化的同时，还将西北地区戎狄文化融合进来。 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的多元文

化面貌，是华夏族群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之缩影。
此外，大原村制陶遗址还呈现出一种至迟于西周中、晚期已经存在的，由权力统一管理的手工业生

产组织模式。 它并非由血缘维系，与《考工记》等先秦文献所记“世工世族”存在差异。

附记：大原村制陶遗址墓葬中出土人骨均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等鉴定，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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